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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

从“争贫”到“弃贫” ：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
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

———基于桂中 Ｈ 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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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
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 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 基于桂中 Ｈ 村的

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

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

贫” ，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 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

播形成的“涟漪效应” ，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

取各种策略“弃贫” ，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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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０ 年底，在实现全面脱贫目标之后，国家对农村贫困治理的目标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

缓解相对贫困。 中央在制度供给层面更加关注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和有序衔接乡村振

兴 ［１］ ，地方在政策落实层面尽可能确保有效衔接和平稳过渡，规避因多重因素而导致大规模返

贫现象的出现，以确保农村贫困治理工作与乡村建设行动协同推进。 在消除绝对贫困期间，中
央将精准扶贫工作提升至政治任务高度，旨在依托该治理技术实现施策精准化，各级政府也通

过指标量化的方式精准识别辖区内的农村贫困户。 但在此过程中涌现的数字脱贫、材料脱贫与

“争贫”等异化现象，不仅给贫困识别增加难度，也给精准施策造成困扰。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阶段，脱贫人口仍将作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存在，是防返贫的重要目标群体。 这部分群体脱

贫之后能否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摆脱尴尬的身份属性？ 毕竟在其他村民眼里，无论该农户之前因

何而贫，一旦被认定为贫困户，往往被烙上“懒汉、没本事、不思进取”的印记，很难在短期内消

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 在建档立卡期间，虽然一部分非贫农户通过非常规手段（打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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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闹访、向村委施压等）争夺贫困户“帽子” （ “争贫” ）而享受到政府外部资源供给所带来的各

种显性福利，但“戴帽”之后所遭受的村庄内部排斥的隐性压力不断加大，这就迫使其不得不放

弃贫困户身份（ “弃贫” ） ，通过剥离已享有的政策倾斜待遇来减少在脱贫攻坚时期的村庄“差

序”舆论压力，由此形成了非贫农户从“争贫”到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
为何出现非贫农户“争贫”的现象？ 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在贫困户精准识别过程中存在技

术、组织、行动、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难以瞄准”或“不愿瞄准”现象，这为部分非贫农

户通过非常规手段成功争当贫困户（ “戴帽” ）提供了机会，最终造成“争贫”在一定范围内成为

一种客观存在。 现有研究主要从诱发非贫农户“争贫”的根源切入：一是认为因多维因素制约

而导致贫困瞄准机制“瞄不准” 。 虽然中央建立了一套高度成熟、稳固的“福利配额” 瞄准机

制 ［２］ ，但因地方脱贫标准化与贫困村需求脱节 ［３］ 、扶贫政策执行模糊化与各层级部门利益冲

突 ［４］ ，以致贫困瞄准机制陷入技术靶向偏离 ［５］ 、错误瞄准与精准施策脱靶 ［６］ 等困境，难以识别

其他维度存在的扶贫短板 ［７］ ，由此引发了政策边缘人争当贫困户的趋利行为 ［８］ 。 二是认为过于

指标化的识别机制与贫困户致贫实情脱节。 由农村低保和建档立卡 ［９］ 组成的贫困识别机制在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失灵 ［１０］ ，致使贫困识别结果存在较大争议 ［１１］ 。 加上村民参与民主评议环

节积极性不高，为农村有权有势的“精英”争夺贫困户身份创造了契机 ［１２］ 。 三是认为扶贫政策

执行异化加剧了贫困识别机制失灵。 在压力型体制下，脱贫绩效考核所衍生的逐级加码压力促

使村干部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将贫困户名额分配给“自己人” ，以致出现村庄分配偏离贫困户的

现象 ［１３］ 。 监督机制不完善助长了基层政府的贫困指标摊派的非制度化行为 ［１４］ 。 在村庄精英

“寻租”与“俘获”下 ［１５］ ，村干部选择“扶亲”的动机，引发了非贫农户“争贫”闹访的行为 ［１６］ 。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过于关注在建档立卡期间因多重因素的阻碍而导致贫困瞄准机制、贫

困识别机制、地方扶贫政策失灵的后果，即为非贫农户留下了“争贫”的操作空间。 学者们虽能

诠释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与贫困户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或是以定量分析与个案

呈现的方式揭示不同地区贫困户识别失准的问题及其原因。 但对在建档立卡期间所出现的非

贫农户“争贫”现象的背后机理与行动逻辑仍有待揭示，尤其对在脱贫攻坚时期的非贫农户“弃

贫”所产生的逆向行为与深层次原因缺乏现实关怀。 为此，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对桂中 Ｈ 村进行不定期田野追踪，旨在基于不同贫困治理时期，从多维度揭示非贫农户从“争

贫”到“弃贫”变化的内在因素与机理，以期丰富贫困治理的理论研究。

二、个案描述与分析框架

在贫困治理的农村场域中，国家扶贫政策所隐含的显性福利塑造出非贫农户经济理性下

“争贫”的恶性竞争行为，但贫困“污名化”的多重压力又催生出非贫农户社会理性下“弃贫”的

积极应对策略。 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非贫农户对贫困户“帽子”的态度也呈现出二元分

化的样态，由此形成的从“争贫”到“弃贫”二元逆向选择的典型个案是本文揭示的重点。
（一）个案描述

Ｈ 村位于桂中 Ｆ 镇北部，该村下辖 １１ 个自然村 １４ 个村民小组，７１０ 户，虽户籍登记人口

３１００ 人，但随着人口向外迁移，目前的常住人口约 １２００ 人，以“３８６１９９ 留守部队” （妇女、儿童

与老人）为主。 据 Ｆ 镇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Ｈ 村通过精准识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为 ２２３ 人，占
常住人口的 １８．５％。 该村 ２０２０ 年底实现了全部脱贫，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８６ 人脱贫，２０１７ 年 ５７ 人脱

贫，２０１８ 年 ２７ 人脱贫，２０１９ 年 ０ 人脱贫，２０２０ 年 ５３ 人脱贫。 由于 Ｈ 村位于丘陵地带，人均耕

地面积较小，大多数自然屯虽以种植业为主，但农业经济产值较低，村庄集体经济式微。 囿于外

在资源禀赋不足与村庄内生力量薄弱的双重困境，以及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脱贫的政治任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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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加大，Ｈ 村的脱贫攻坚压力超过以往。
（二）分析框架：“争贫”与“弃贫”交织下的行动取向

在建档立卡期间，为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上级不断“摊派”的高指标任务（在短期内识

别该辖区所有的贫困户） ，基层干部通常会放大自由裁量权，选择性执行扶贫政策 ［１７］ ，即在执行

标准模糊化的情况下选择性分配贫困户指标，由此既加大部分农户的相对剥夺感，也催生出非

贫农户的“争贫”行为。 脱贫指标的量化与扶贫台账的建立，以及伴随而来的自上而下的考核

压力不断增大，成功“争贫”的非贫农户深陷各种烦琐的数据填报与指标考核之中，“弃贫”观念

逐渐产生。 虽然这部分农户在行动上热衷于通过争夺贫困户指标来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但在

观念上有着摒弃贫困“污名化”所带来的角色压力，因而在个体层面呈现出“争贫”与“弃贫”交

织的行动取向。
１． 争贫：为何而争？ “争贫”指的是非贫农户争取将自身或家庭变为贫困户，以获取尽可能

多的外部支持，如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使自己被提取出来变成贫困户，以此享受贫困户的“待

遇” ，如经济帮扶、社保兜底与养老供给。 大多数非贫农户就是不争当贫困户也能维持基本的生

计，但取得贫困户身份后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远大于其他群体，因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非

常规手段争夺贫困户指标成为非贫农户的理性选择。 在建档立卡期间，争夺贫困户身份已然成

为一些非贫农户获取国家资源的重要渠道，虽然这种短暂的获得感能够带来一定的外部收益，
但在脱贫攻坚时期和巩固拓展脱贫巩坚成果阶段，其所需要承担的村庄内部舆论压力是难以承

受的。 虽然精准扶贫政策并非为所有村民而设定，但这些社会政策能够倾向性地为保护贫困户

获取公共资源而提供均等的机会 ［１８］ 。 换言之，贫困户指标所隐含的国家资源供给具有稀缺性，
并非均等化分配给所有农户，农户需要通过政府外部评议与村庄内部调查等多道程序被认定为

贫困户身份后才能享有。 由此刺激部分非贫农户为获取该身份而积极采取各种行动争夺，毕竟

“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 ，如若拿不到，那相对剥夺感将会加剧。
２． 弃贫：为何要弃？ “弃贫”是指一些经过系列规范程序被政府精准识别为贫困户的非贫

农户“嫌弃”这顶“帽子” ，想极力摆脱这个“污名化”标签的行为。 在建档立卡期间，非贫农户虽

然寄希望于通过争夺贫困户身份来获取政府的各种帮扶资源，但这顶“帽子”所隐含的“污名

化”效应迫使他们不得不转变自己的态度。 尤其在各种考核材料频繁填写、村干部不定期督促

与村庄“差序”舆论放大等多重压力下，非贫农户对贫困户身份逐渐由恶性竞争的“争夺”转变

为积极的“放弃” 。 换言之，在脱贫攻坚各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非贫农户并非延续以往“等、
靠、要”的思想，而是寻求“短、平、快”的脱贫方式来摆脱其尴尬的身份属性。 尤其在脱贫攻坚

后期，如非贫农户仍不思进取摆脱贫困，不仅给当地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抹黑” ，还会使村庄

实现全面脱贫的成果遭到质疑。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虽然非贫农户实现了脱贫，但
自身所遭受的村庄舆论压力并未减弱，反而因之前过度的争利行为而遭到村民的持续性排斥，
因而想方设法摆脱贫困户“帽子”所衍生的“负面效应” ，从而呈现出“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此
阶段的“弃贫”特指“弃贫”的心态和情绪。

３． 争弃：为何两难？ 非贫农户“弃贫”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夺取贫困户

“帽子”后，因受到村庄舆论压力而主动放弃该身份，以避免舆论风险的放大，尤其在脱贫攻坚

后期，非贫农户的“弃贫”情绪高涨。 二是因后续脱贫指标和脱贫程序的烦琐而排斥该身份。
特别是临近国家实现全面脱贫的截止日期，非贫农户面临的脱贫压力甚至比扶贫部门与帮扶干

部还大。 如无法脱贫，不仅是自身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地方，乃至国家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因

此，他们的“弃贫”行为既有被动也有主动：被动放弃是因为贫困户身份所需承担的脱贫压力是

自身难以承受的，主动放弃是为了消解外部舆论压力的理性选择。 但无论是主动放弃还是被动

放弃，他们早已被村民认定为“虚伪的逐利者” ，即为了“蝇头小利”而不讲情面地争夺，不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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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于人，还会给宗族蒙羞。 毕竟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邻里关系是通过不间断的互动来维系的，因
而他们无法置身于熟人场域之外。 如不能如期摆脱贫困，非贫农户不仅在村庄“永远抬不起

头” ，也会被其他村民看不起，甚至很可能被排除在宗族体系之外（因“争贫”的恶劣品行违反族

规而被踢出族谱） 。 在“争贫”与“弃贫”这两种态度转变的背后，非贫农户对国家贫困治理政策

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从积极支持村委或帮扶干部的工作，转变为消极地应付与不配合，这不仅

增加了扶贫工作队的任务压力，也使国家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难以在基层达成共识。

三、“争贫” ：建档立卡期间的“理性”选择

精准扶贫政策不仅需要科层制体系中政府行政力量的高位推动，也需要乡村自治力量的底

层回应，如两者能够在良性互动的框架下达成合作共识，将会形成合力助推政策落地。 但在非

均衡性博弈的状态下，很可能因底层回应不足而产生扶贫政策失灵的困境。 精准扶贫政策最终

由基层干部落实，由他们主要负责识别贫困、分配指标与供给资源等工作。 即使贫困识别指标

化能够减小村干部“寻租”空间，但因为政策的刚性约束力进入乡村场域后会不断被消解，即乡

土社会逻辑的关系理性会在贫困识别过程中被不断放大。
（一）内因：显性福利与隐性利益

“谁是贫困户？”的问题 ［１９］ 已在精准扶贫时期被基层政府通过精准识别解决了，但并不能排

除一些非贫农户为获取国家政策的显性福利与隐性利益而采取各种策略性手段“争贫” 。 在村

庄熟人社会中，一些跟村委关系好的非贫农户可以直接绕过既定精准扶贫规则，通过向村干部

“打招呼”拿到贫困户指标，或是往更高层级部门“游走”争到名额。 一些地区村干部为快速完

成精准识别贫困户工作，并未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而是将指标随意摊派，这就给非贫农

户“争贫”留下了操作空间。
１． 显性福利：以“身份的特殊性”谋取利益最大化

精准扶贫政策具有精细化管理特征，要求对扶贫资源精细化配置，对扶贫对象精细化帮扶，
以确保“真脱贫、脱真贫” 。 扶贫资源的专项供给与精准配置，意味着获得贫困户身份就能享有

相应的扶贫资源。 扶贫资源作为政府供给的一种公共物品，显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
在乡村社会难以实现均衡性分配。 因为扶贫资源的稀缺性加剧了非贫农户对贫困户指标的恶

性竞争，由此形成的“争贫”样态加剧了邻里关系的恶化。 正如 Ｈ 村贫困户 ＺＪＨ 所言：“我家老

人生大病，还有几个小孩读书支出较大，自己除了务农，没啥其他收入来源，是比较困难的。 本

来村公所在 ２０１３ 年时把贫困户指标给了我们家，但后面被另一个村民争去了。 我们还有亲戚

关系呢，从那以后我们两家再无往来。” （２０１６０７１２）精准扶贫政策明确了脱贫的各项指标，但各

地区通常需要提高指标来获取一定的弹性空间，即上级部门通过拔高指标的方式驱动下级部门

超额完成任务，以减少本部门在后期扶贫工作中的压力。
随着脱贫指标不断被拔高，贫困户获得的显性福利逐渐增多，但也因此缩减了精准扶贫资

源的可及性范围，因为按照既定指标分配扶贫资源能够解决辖区内贫困户的脱贫问题，但过高

的福利供给增加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供给压力。 正如 Ｈ 村村委 ＨＫＱ 所言：“上面只关注摊

派给咱们村委的高指标任务是否按时完成，从不关注我们地方的财力能否供给得上贫困户的高

福利需求；一旦满足不了，他们就不配合我们扶贫工作，到头来还不是我们遭殃（被问责） ？”
（２０１６０７１１）在精准扶贫初审阶段，该项工作属于一项新业务，全国各地无经验可循，因而在开

展该工作时，各级干部难免会追求效率优先原则，采用粗略的统计方式确定农户收入是否低于

贫困线或达到帮扶标准。 当精准扶贫政策的工具理性遭遇非贫农户的“利益俘获”时，将会导

致精准识别的技术手段失效，尤其在帮扶的中后期这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在获得政府帮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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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资源后，非贫农户又向帮扶干部或村干部提出解决婚姻、教育、医疗等其他不符合政策的诉

求；如若得不到回应，他们则不配合帮扶干部和村干部的工作，由此出现局部性的利益冲突，从
而影响到整体性的脱贫效率。 正如 Ｈ 村村委 ＱＪＮ 所言：“有些贫困户叫镇政府出钱出力帮他建

房子就算了，竟然还叫我们给他解决婚姻问题，不然就拒绝填表。” （２０１６０８２２）
２． 隐性利益：以“弱者的武器”进行利益绑定

精准扶贫政策运作还要求帮扶措施精准，这就对帮扶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依

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和村庄资源禀赋条件制定出符合贫困户实际的脱贫举措，因而帮扶干

部对确保贫困户如期脱贫负有主要责任。 调查发现，有些非贫农户在摸清这些关系之后，就开

始不断向帮扶干部提要求，只有在自己的诉求得到帮扶干部同意后，才表示愿意主动申请退出

贫困户。 非贫农户的利益俘获方式是多样化的，但帮扶干部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当他们提出

的要求超越了帮扶干部的职责范围时，帮扶干部一般也不会当场拒绝，因为那样会得罪他们而

影响到自己的后续工作，往往之后会通过其他方式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为帮扶干部明白，如果

不满足要求，他们就会启动“弱者的武器” ［２０］ ，借助其身份的特殊性要挟帮扶干部，通过不配合、
投诉和给差评等方式来表达对帮扶干部的不满，进而影响帮扶干部的帮扶效果和委派单位对帮

扶干部的绩效考核。
实质上，这一现象的出现已经形成了非贫农户与帮扶干部之间的利益绑定，非贫农户通过

这样的方式从帮扶干部那里获得扶贫政策之外的资源，而帮扶干部则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非贫农

户的满意度，以应付派出单位对自己的日常考核和退出评估的满意度考核。 由此形成的“利益

俘获”通常更具有隐蔽性，也就是名义上配合帮扶干部完成工作，但实际上通过裹挟帮扶干部获

得了远远超出政策文本所给予的利益，即非贫农户并不满足于享受“八有一超”等“政策关照” ，
而是将“八有一超”作为基准往上累加。 这就迫使帮扶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通过“自掏

腰包”的方式尽最大可能满足他们的一些额外需求，在这种贫困治理状态下实现了一些隐性的

利益交换。 正如 Ｈ 村帮扶干部 ＭＳＨ 所言：“我们是不敢得罪贫困户的，因为后续的脱贫攻坚工

作需要他们配合才能完成，能满足他们要求的尽可能满足，满足不了的也要创造条件通过其他

方式给予特殊照顾。” （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二）外因：识别机制错位与简约治理

国家通过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赋予了基层组织识别贫困户的权责，但在时间紧、任务重与

考核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如按照传统的政策执行方式，基层部门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上级

摊派的高指标任务，往往会选择策略性“变通”的简约治理 ［２１］ 方式，由此造成的识别机制错位给

予了非贫农户“争贫”的机会。
１． 识别机制错位加剧恶性竞争

国家通过精准扶贫的政策供给旨在解决各地区农户真贫问题，一方面，将有限的财政资源

以项目制运作的方式下沉到各贫困地区，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区域优势加强对产业扶贫项

目的专项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从各级党政部门选派干部驻村与部门帮扶的方式加强与贫困户

的定点对接 ［２２］ ，进而实现帮扶资源的精准供给。 乡镇政府掌握着贫困户指标的总体性支配权。
正如 Ｈ 村两委干部 ＺＺ 所言：“在精准扶贫阶段，我们村公所的任务是摸底排查谁是贫困户，然
后将名单提交给镇里，最后由镇里根据各村工作量来分配每年的贫困户指标，至于怎么分、分给

谁是镇里说了算。” （２０１７０７０５）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贫困户指标并非均衡地分配给所有真

正贫困的农户，而是需要经过个人申请、民主评议、多次公示与逐级审核等多道程序后才能认定

贫困户。 贫困户认定的过程通常由村干部来完成，但往往因监管不到位或程序简化的需要而出

现村干部“暗箱操作”的现象，使一些原本家境还行的非贫农户被纳入帮扶范畴，而一些亟待脱

贫的特困户被排斥在外，由此不仅加剧了贫困户与非贫农户之间的矛盾，也导致精准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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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走样” 。 正如 Ｈ 村村民 ＭＷＧ 所言：“我不清楚我们村的贫困户是怎么被认定的，村里没

通知，也没文件公示。 只是突然间得知这家是贫困户，但他们家庭条件并不差，能建得起楼房的

还穷？ 反而那些泥土房的家庭没被认定为贫困户，这就有点怪了。” （ ２０１７０７１３）精准识别机制

发生偏离，导致村民“争贫”等恶性竞争行为不断加剧，不仅弱化了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认

同感，也使得村干部与贫困户、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２． 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

精准扶贫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向贫困户进行专项扶持，基层干部的主要任务是代

表国家向贫困户精准输送资源。 在此过程中，以村干部为代表的行政主体与贫困户直接对接，
两者的互动遵循乡村社会场域中的柔性约束逻辑，即村干部来源于村民选举，大多数情况下能

够对村庄各户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也包括贫困户是否符合相应文件要求。 从村庄结构来看，
依靠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宗族维系着基本秩序。 在关系理性下，当农户向村干部寻求国家政

策支持时，村干部通常会顾及亲戚邻里关系，优先照顾具有亲缘关系的贫困户；即使遇到不符政

策文件规定的熟人争夺贫困户指标时，他们也会通过策略性“变通”将其纳入帮扶范畴。 正如 Ｈ
村两委干部 ＭＲＭ 所言：“镇里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贫困户身份，并为其建档立卡，但
我们村委就几个人，只能委托村里的熟人帮忙摸底，为了表示感谢，就额外给他一个贫困户指

标。” （２０１８０７２５）在这种不公平的指标化分配操作下，农户为争夺贫困户“帽子”常会与村“两

委”发生冲突，甚至加剧了恶性竞争，由此引发非贫农户争贫闹访等非理性行为。 在乡村社会

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加剧精准扶贫政策失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各行动者的简

约治理行为。 一方面，精准扶贫政策需要将宏观的指导性文件细化为地方具体的实践行为，在
此过程中，基层干部除了要依照政策文件执行上级下达的常规任务，还需要时刻考虑如何与贫

困户进行互动，以获取他们的社会性支持，也就是确保扶贫政策供给能够得到底层有效回应，即
基层干部如何在现有扶贫体系中让自身施政行为适应贫困户的内在需求，并且具有社会正当

性。 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实现脱贫的截止时间越来越近，地方所承担的脱贫攻坚任务量逐渐加

大，帮扶干部如按照新型的“造血”扶贫方式自上而下“争资跑项”来打造“政绩亮点” ，那很可能

出现任期结束但项目未落地的“烂尾”现象。 正因为如此，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在部分农村地

区仍难以扬弃，即追求“短、平、快”的简约治理方式消解了上级考核压力及其所带来的问责风

险。 总体而言，基层干部通过策略性“变通”的简约治理方式虽能消解贫困治理政策在乡村运

作的执行阻力，但弱化了贫困识别机制的精准性。

四、“弃贫” ：脱贫攻坚时期的逆向选择

当进入脱贫攻坚后期，“戴帽” 给非贫农户带来的消极感受愈发明显，促使其想快速摆脱

“戴帽”之后带来的个体名誉受损和家族蒙羞。 在熟人社会的乡村，邻里之间相互熟悉，一些非

贫农户为了“蝇头小利”而过度参与争夺贫困户“帽子”的行为，不仅会给家族抹黑，也会遭到其

他村民鄙夷。 这种消极感受从其争得贫困户资格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争贫”个体，即使最终已

经退出建档立卡数据库，这种消极感受也会延续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阶段，甚至持续更长

时间。 这部分非贫农户虽在脱贫攻坚期间享受到政策优惠，但因受到摆脱消极体验感的内在驱

使，如今却想极力摆脱这顶“帽子”带来的“污名化”效应。 因为他们如不积极借助政府供给的

外部资源，并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不仅会遭受帮扶干部督促脱贫的压力，还会遭到村民的排

斥。 于是这部分非贫农户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弃贫” ，即在个体脱贫压力、村庄舆论压力、行
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等多重压力之下，“戴帽”的非贫农户加快摆脱贫困户“帽子”给其

带来的污名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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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因：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压力

当扶贫政策嵌入农村基层场域，尤其是进入脱贫攻坚的后期，脱贫攻坚压力自上而下逐级

传导，使各级党政部门与帮扶干部承担的任务逐渐增多，他们不仅要应对上级部门的常规检查

与不定期考核，还要采取措施应对贫困户不配合的问题。
１． 个体脱贫压力：熟人社会的“面子”效应

在脱贫攻坚时期，“争贫”的非贫农户觉得如果继续秉持“等、靠、要”思想，而不通过自身努

力摆脱贫困，甚至出现返贫的话，那就很难体面地在村里生活。 因贫困户身份而获得的各种福

利虽大于其他农户，但贫困所衍生的“污名化”效应使其难以承受多重压力，由此塑造的“弃贫”
氛围，不仅在群体层面扩大，也在个体层面衍生。 一方面，在扶贫实践中，帮扶干部与非贫农户

直接对接，两者虽然处在同一场域中，但身份的差异使得非贫农户往往受到制度性约束而配合

脱贫工作，以此享受到国家扶贫政策。 帮扶干部代表的是地方政府，如果非贫农户不配合，将难

以得到政策之外“特殊照顾” 。 随着扶贫任务的增多，帮扶干部的压力不断增大，他们不得不改

变以往“走读式”的驻村方式，而是通过频繁下基层与非贫农户进行互动，名义上是把控其脱贫

过程，但实质上会使非贫农户因过多受到外界关注而难以适应背后所隐藏的压力。 正如 Ｈ 村非

贫农户 ＱＪＳ 所言：“以前被认定为贫困户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有上级领导来家访或各部门突击

检查，每次都搞得我们家很紧张，因为要提前几天准备回答各种问题，如果应对不好，村里很可

能会拿掉这个贫困户指标。” （ ２０１９０２１１）正因为如此，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非贫农户因担心与帮

扶干部频繁互动会被揭穿，而选择性与其对接，通常要求帮扶干部下访的时候提前通知。 以帮

扶干部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量嵌入农村扶贫场域所形成的个体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在任期有

限和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将扶贫工作优先排序。 正如 Ｈ 村驻村工作队员 ＨＨＢ 所言：
“距离实现全面脱贫的时间越来越近，上级下达的工作越来越多，开会的次数和文件的数量明显

增加了不少，现在加班已成常态，所有工作都要为扶贫让路。” （ ２０１９０２２０）总体而言，精准扶贫

所蕴含的精细化管理不仅增加了帮扶干部的帮扶压力，同时也为非贫农户带来压力。 迫于这种

压力，一部分非贫农户会通过各种途径尽早摆脱贫困户“帽子” ，即“弃贫” 。
２． 村庄舆论压力：差序传播的“涟漪效应”
在乡村社会，由血缘和地缘构建的差序格局维系着村庄邻里关系，在华南地区，大多数村庄

通常由同一宗族构成。 在宗族体系中，身为贫困户不再是农户个人的事情，很可能会让整个家

族蒙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家族的不团结。 正如 Ｈ 村非贫农户 ＴＨＸ 所言：“被认定为贫困

户后，不仅是村里人都知道，连我的远房亲戚都知道我们家很穷，感觉给他们丢脸了。 有时候还

被家族的人指责说我那么困难，为什么不找他们帮忙，而是找政府。” （ ２０２００７２９）正因为如此，
当国家扶贫政策进入乡村场域时，国家的正式规则会被乡土社会的非正式规则所消解，个人发

展和行为表现会受到村庄或宗族共同体的规训，在村庄或宗族的舆论压力下，一部分非贫农户

会表现出“弃贫”行为。
（二）外因：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

建档立卡期间的政策供给旨在确保精准识别贫困户与精准施策，使真贫农户得到有效扶

持。 而在脱贫攻坚时期，国家将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放在首位，不同阶段政策执行效果的考核

指标也有所差异。 但有考核便意味着有压力，上级部门将脱贫攻坚压力逐级传导，而下级部门

不仅要承担常规性工作，也要应对迎检考核工作，因而不堪重负。
１． 行政考核压力：指标化治理塑造“弃贫”共同体

脱贫摘帽和绩效评估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在时间节点的倒逼之下，基层政府和帮扶干部面

临巨大的考核压力，而这种压力往往将基层政府、帮扶干部和非贫农户形塑为一种共同体。 基

层政府负责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并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负有直接责任，因为在未完成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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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任务之前，主要负责人是无法实现岗位调动和职务升迁的。 同时，每年还面临交叉检查

和绩效考核的多重压力，这种压力也会间接传导给非贫农户。 帮扶干部通常面临隶属单位和属

地单位绩效考核的压力，因为帮扶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帮扶干部自身发展，因而帮扶干部会不

断督促非贫农户尽快申请退出贫困户。 正如 Ｈ 村第一书记 ＱＮＲ 所言：“虽然贫困户很希望能享

受到国家供给的优惠政策，但最怕我们找他们‘麻烦’ ，比如要联系他们回家填各种各样的表

格。 我们往往因为耽误他们工作不得不每次带点东西过去，毕竟如果他们不配合，自己的任务

也完不成。” （２０２１０２１６）非贫农户也会在多重压力的倒逼之下，同意配合帮扶干部尽快退出建

档立卡数据库，但这种“配合”往往带有附加条件，如要求帮扶干部或村集体承诺为其争取其他

福利。 这样的互动塑造了一种“弃贫”共同体，各行动主体在这一共同体中都有各自的利益诉

求，从而保证了共同体的稳定，但需要认识到这一共同体主要是由行政考核压力倒逼异化而形

成的。
２． 政策执行压力：底层回应不足催生“弃贫”
在贫困治理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和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市县作为落

实中央政策的关键一环，往往背负着巨大的政策执行压力，尤其是县级政府，对贫困县脱贫摘帽

负有主要责任，且政策执行效果也主要取决于县级政府的执行态度和执行能力。 同时，乡镇政

府也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乡镇干部直面非贫农户，他们对精准扶贫政策

执行的态度和能力，直接影响非贫农户实质性利益的获得和非贫农户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权责不匹配，只有政策执行权，而无政策制定权，更无法改变顶

层设计，往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各种压力，且不同非贫农户的具体需求存在差异，基层政府

无法满足部分非贫农户提出的不符合现行政策的需求。 因此，非贫农户表现出一种失落感，基
层政府则表现出一种无力感。 经过多重压力的倒逼，非贫农户会流露出一种“不要帽子也罢”
的情绪，而基层政府和帮扶干部则会顺势助力非贫农户通过“短、平、快”的方式退出建档立卡

数据库，从而使其摆脱贫困的“污名化”标签。 总体而言，在脱贫攻坚后期，非贫农户个体迫于

复杂的退出程序和村庄的集体舆论压力，贫困户“帽子”给其带来的消极体验感不断得到强化，
再加上各级行政考核压力和基层政策执行压力的传导，会加快放弃贫困户的 “ 帽子” ，即

“弃贫” 。

五、结论与讨论

在贫困治理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政策供给目标指向有所差异，但多重因素制约而导致政策

执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尤其在关系复杂的乡土社会，贫困治理政策进入该场域不仅要规避

“精英俘获” ，也要防止非贫农户通过非常规手段“争贫”来攫取国家资源。 精准扶贫政策的初

衷是精准识别真贫农户，进而精准施策，但在具体实践中，各部门与帮扶干部受制于资源限制、
时间约束和任务繁重等多重压力，为追求“短、平、快”的脱贫目标而忽略既定的审查要求，以致

精准识别机制出现靶向偏离。 在消除绝对贫困期间，扶贫政策主要以扶真贫农户为核心指向，
而在脱贫攻坚时期则转向以防范规模性返贫为核心，但农村贫困治理的路径依赖诱发了基层执

行者的策略性“变通” ，导致实现全面脱贫的国家贫困治理目标难以在基层达成共识。 不同时

期的底层实践因多重因素的阻碍而偏离了制度设计初衷，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

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
首先，本文关注的是国家贫困治理历程中基层治理实践衍生的“争贫”与“弃贫”现象，通过

构建“争贫－弃贫”分析框架来解释不同贫困治理时期非贫农户为何会出现以上行为，并通过案

例实证分析非贫农户从“争贫”到“弃贫”的行动逻辑。 研究认为非贫农户因难以抵御政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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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所具有的显性福利和隐性利益的诱惑，再加上贫困识别机制的错位和简约治理下的行政默

许，会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争贫” ；但在个体脱贫压力、村庄舆论压力、行政考核压力和政策执

行压力之下，这些个体又纷纷走向“弃贫” 。 这部分非贫农户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会全力争取

扶贫指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社会理性的主导下，会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尽快摆脱贫困

户“帽子”给自己身份、名誉、村庄地位等带来的负面舆论效应。
其次，本文对农村贫困治理实践中出现的两个治理现象，即“争贫”和“弃贫” ，进行了深入

分析。 非贫农户从“争贫”到“弃贫”行为态度的转变反映的是贫困治理历程中农户个体行为的

转变，但这种个体行为的转变实质上是个体在感受到政策环境和组织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以后

被动做出的一种应对，而这种“应然”的选择恰恰是非贫农户社会理性占主导的一种体现。 非

贫农户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交替出现，也正说明了在基层治理中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之间的

张力，共同塑造了贫困治理的二元分化样态。 国家规则在面对不规则的乡土社会时表现出一种

内在张力，被乡土社会的软约束所消解，贫困政策目标发生偏离，非贫农户出于生存理性的考虑

会倾向于选择自我利益最大化，无论是“争贫”表现出来的经济理性，还是“弃贫”所反映的社会

理性，非贫农户均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 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需要解决国家逻辑和乡土逻辑间的张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民利益

诉求的统一，才能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最后，非贫农户从“争贫”到“弃贫”的转变，不仅是政策执行压力与村庄舆论压力驱动的结

果，也是一种贫困治理现象。 本文针对当前学术界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且有意思的现象进行了

实证分析，写作意图在于抛砖引玉，以激起学界同仁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丰

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在丰富学界关于贫困治理研究内容的同时，总结基层

治理或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为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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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ａｕｓｉｎｇ ｎｏｎ⁃ｐｏｏ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ｗｉｔｈ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ｎｄ “ 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 ，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 ｒｉｐ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 ｐｏｏｒ 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ｐａｓｓｉｖｅｌｙ “ 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ｂａｎｄｏｎ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３３１

第 ６ 期 张国磊，李卓 　 从“争贫”到“弃贫” ：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


